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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大型附着生物对近海圆盘浮标污损的特点，对布设在珠江口东南海域和北部湾东北部海

域的4 个圆盘浮标的大型附着生物群落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浮标侧壁大型附着生物的丰度和生物量分别为

400.00～78 296.00 ind./m2 和 659.42～62 276.00 g/m2，底部的丰度和生物量则为 412.00～66 585.00 ind./m2

和 1 861.60～60 784.00 g/m2，多数情况下浮标底部大型附着生物的丰度和生物量高于侧壁。浮标底部

的香农−威纳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 ) 介于 2.39～3.06 之间，马格列夫 (Margalef) 丰富度指数

(d) 为 4.02～6.98，皮洛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为 0.88～0.91；而浮标侧壁的 H′为 0.64～2.79，d 为 1.10～
4.89，J ′为 0.58～0.96，其中 H′和 d 均表现出底部高于侧壁。聚类分析和非度量多维标度分析结果表

明，在 30% 的相似性水平上，可将各站位浮标侧壁和底部的大型附着生物群落分为 4 个群组，其中浮

标底部基本上可归成 1 个群组，但浮标侧壁之间差异较大。单因子相似性分析和相似性百分比结果

则显示，浮标侧壁和底部的生物群落结构存在明显差异，蔓足类和刺胞动物应是造成该差异的主要因

素。总体来看，浮标底部相对于浮标侧壁更易被大型附着生物污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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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洋附着生物通常是指海洋环境中栖息生活在

某物体表面的固着、附着和某些营自由生活的各类

生物总称 [1]，它们的出现会对海洋设施和舰船产生一

系列负面影响，引发多种问题，造成经济损失，也就是

通常所说的海洋生物污损危害 [2]。根据附着生物的形

态特征和个体大小，一般将生物污损划分为微型生物

污损和大型生物污损两大类 [3]。基于污损生物群落成

员多来源于底栖生物 [4]，故参照大型底栖生物标准 [5]，

本文将个体不小于 0.50 mm 的生物均定义为大型附

着生物。

伴随海洋油气田开发、深水网箱养殖、近海风力

发电、水上交通运输等海洋经济活动的发展，在离岸

3 海里以远的近海海区出现越来越多的各类海洋设

施 [6]，其中浮标极为常见。然而，大型附着生物的污损

会增加浮标的质量，增大浮体表面粗糙程度，改变浮

标周围的湍流 [7]，破坏防护涂层 [8]，甚至引发移位和沉

没 [9]。因此，开展浮标生物污损特点研究，不仅有助于

制定相应的防护方案，也可为生态基础研究积累数据

资料，并为外来种入侵、生物地理分布、人工鱼礁建

设和生态恢复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关于浮标生物污损研究已有很多报道[7–8,10–18]，

但多数调查对象均为航标 [12–18]。至于近海离岸深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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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科学研究和环境监测常用的圆盘浮标，其具有较大

的水线面面积和较小的排水量 [19]，外形及浸没情况与

常规航标存在明显差别，虽然以往也有相关生物污损

状况的报道 [20–22]，但从未借助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从群

落结构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对大型附着生物的污损

特点展开深入分析。本文对南海北部珠江口东南海

域和北部湾东北部海域 4 个圆盘浮标大型生物污损

特点进行分析，以期揭示相关规律。

2　材料和方法

开展大型附着生物污损特点研究的近海圆盘浮

标分别布设在南海北部珠江口东南海域和北部湾东

北部海域（图 1），浸海时间均为 12 个月，其中 Z1、
Z3、B1 和 B2 站的离岸距离分别为 15.7 km、114.2 km、

63.9 km 和 77.8 km，有关浮标结构参数见文献 [23]。
通过丰度、生物量和群落多样性指数等参数分析浮

标侧壁（S）和底部（B）的大型附着生物群落特点，并

借助多元统计分析软件进行聚类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CLUSTER）、非度量多维标度分析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nMDS）和单因

子相似性分析（Analysis  of  Similarities,  ANOSIM），探

讨侧壁和底部大型附着生物群落结构的差异，最后根

据相似性百分比（Similarity Percentages-Species Contri-
butions, SIMPER）确定促成群落内或群落间差异的主

要物种 [24]。

3　结果

3.1    大型附着生物的丰度和生物量

3.1.1    浮标侧壁

大型附着生物在 4 个站位浮标侧壁的平均丰度为

20 872.00 ind./m2，平均生物量为 17 948.00 g/m2；其中

丰度的最高值出现在 Z1 站，为 78 296.00 ind./m2，最低值

在Z3 站，为 400.00 ind./m2；生物量的最高值出现在Z1 站，

为 62  276.00  g/m2， 最 低 值 在 B1 站 ， 为 659.42  g/m2，

如图 2 所示。

3.1.2    浮标底部

大型附着生物在 4 个站位浮标底部的平均丰度

为 37 546.00 ind./m2，平均生物量为 24 410.00 g/m2；其

中丰度的最高值出现在 B2 站，为 66 585.00 ind./m2，最

低值在 Z3 站，为 412.00 ind./m2；生物量的最高值出现

在 B2 站 ， 为 60  784.00  g/m2， 最 低 值 在 Z3 站 ， 为

1 861.60 g/m2（图 2）。

3.2    大型附着生物群落组成及多样性分析

3.2.1    生物组成

Z1 站浮标侧壁主要大型附着生物是蔓足类和双

壳类，分别占总量的 45.25% 和 52.03%。Z3 站浮标侧

壁几乎被蔓足类占据，生物量占到了总生物量的 99.95%，

剩余的则为软甲动物。在 B1 站，浮标侧壁大型附着

生物以海藻、双壳类、刺胞动物和蔓足类为主，分别

占总生物量的 46.39%、 28.14%、 14.19% 和 11.26%。

在 B2 站，浮标侧壁附着量较大的生物为海藻、双壳

类和蔓足类，分别占总生物量的 53.21%、32.59% 和

12.93%。从整体情况来看，离岸最远的 Z3 站的大型

附着生物种类数量最低（图 3a）。

在 Z1 站浮标底部，蔓足类是附着生物群落中的

主要物种，其生物量占总量的 84.38%，其次是刺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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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Location of the offshore buoys deployed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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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站位浮标侧壁和底部大型附着生物的丰度 (a) 和生物量 (b)
Fig. 2    Abundance (a) and biomass (b) of macro-fouling organisms on the side and bottom of offshore bu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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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占 11.12%。Z2 浮标站和 Z1 浮标站的情况类似，

浮标底部蔓足类的百分比高达 89.20%，其次是刺胞

动物，为 8.41%。在 B1 浮标站浮标底部，蔓足类和双

壳类的附着量差不多，分别占 44.62% 和 38.69%，其次

是刺胞动物，为 15.64%。在 B2 浮标站浮标底部，附

着量最高的是双壳类，生物量百分比为 62.25%，其次

为蔓足类和刺胞动物，分别为 33.60%和 4.15%。海藻

未在浮标底部的大型附着生物群落中出现（图 3b）。

3.2.2    群落多样性分析

南海北部 4 个圆盘浮标大型附着生物的群落多

样性指数见表 1，其中浮标侧壁的香农−威纳（Shan-

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范围为 0.64～2.79，马格

列夫（Margalef）丰富度指数（ d）为 1.10～ 4.89，皮洛

（Pielou）均匀度指数（J′）为 0.58～0.96；而底部的 H′则

介于 2.39～3.06，d 为 4.02～6.98，J′为 0.88～0.91。总

体来看，各站位之间浮标底部大型附着生物群落多样

性指数差异不大，而浮标侧壁则变化明显，尤其是布

设在珠江口东南海域的 Z3 站。

3.3    浮标侧壁和底部大型附着生物多变量分析

3.3.1    CLUSTER 和 nMDS 分析

CLUSTER 分析结果显示（图 4a），在 30% 的相似

性水平上，可将各站位的浮标侧壁和底部分为 4 个群

组：群组 A（B2B、B1B、Z1B 和 Z1S）、群组 B（B2S）、

群组 C（B1S）和群组 D（Z3B 和 Z3S）。

nMDS 结果（图 4b）在 30% 相似水平上也可将数

据分为 4 个群组，且组内组成也与 CLUSTER 分析结

果相对应，nMDS 图的二维应力值为 0.02，小于 0.05，

表明对分析结果可信度高，基本没有错误 [25]。

根据 CLUSTER 和 nMDS 结果可以看出，除了离

岸最远的 Z3 站较为特殊，浮标底部大型附着生物群

落基本上可归成一个群组，而浮标侧壁则差异较大。

3.3.2    ANOSIM 分析

ANOSIM 分析（表 2）表明，浮标侧壁和底部的大

型附着生物群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R=0.187，p=0.028<

0.05），且其构成的4 个群组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R=0.515，

p=0.001<0.05）。其中，除了群组 B 与 C 之间差异不明

显，其余两两比较均存在差异（R=0.453～0.964），尤以

群组 A 与 B、C、D 之间的差异显著（p<0.05），而群组

D 与 C 和群组 D 与 B 之间的差异则不显著（p>0.05）。

3.3.3    SIMPER 分析

SIMPER 分析结果显示，浮标侧壁的大型附着生

物群落平均相似性为 8.71%，相似性贡献率较大的种

类是茗荷（24.10%）和海葵（22.46%），其次为圆鳃麦秆

虫、网纹藤壶、带偏顶蛤和刺巨藤壶，这 6 个物种对

浮标侧壁生物群落的相似性贡献率总计为 82.00%。

在 浮 标 底 部 ， 大 型 附 着 生 物 群 落 平 均 相 似 性 为

24.34%，网纹藤壶、海葵、高峰星藤壶、企鹅珍珠贝和

茗荷等 5 个种类累计对群内的相似性贡献率为 6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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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站位浮标侧壁 (a) 和底部 (b) 大型附着生物组成百分比

Fig. 3    Percentage of macro-fouling organisms on the side (a) and bottom (b) of offshore buoys

表 1      各站位浮标侧壁和底部大型附着生物群落物种多样性

Table 1    Species diversity of macro-fouling communities on the
side and bottom of offshore buoys

站位 采样部位 多样性指数H′ 丰富度指数d 均匀度指数J′

Z1 侧壁 2.79 4.89 0.90

Z3 0.64 1.10 0.58

B1 2.21 2.99 0.96

B2 2.50 3.78 0.92

Z1 底部 2.89 5.51 0.91

Z3 2.39 4.02 0.91

B1 2.97 6.98 0.88

B2 3.06 6.49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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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网纹藤壶贡献率最大，达 30.86%。至于浮标侧

壁与底部之间，分析结果显示其大型附着生物群落结

构平均差异性为 87.51%，网纹藤壶是差异性贡献率

较大的物种（8.68%），其次为海葵、茗荷和高峰星藤

壶。由于网纹藤壶等 4 个物种对群落差异性贡献率

总和仅为 25.48%，表明造成侧壁和底部群落之间差

异的物种数较多。表 3 列出了对群落相似性和差异

性贡献率在 5% 以上的种类。

4　讨论

通过对珠江口东南海域和北部湾东北部海域圆

盘浮标大型附着生物群落的分析可以看出，多数情况

下浮标底部大型附着生物的丰度和生物量高于侧壁，

而所有站位浮标底部的 H'和 d 均高于侧壁。另外，浮

标底部大型附着生物群落基本上可归成一个群组，但

各站位的浮标侧壁之间差异较大，离岸距离和所处海

域生物污损状况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再有，浮标

侧壁和底部的生物群落结构存在明显差异，蔓足类和

刺胞动物应是造成该差异的主要因素。总体来看，相

对于浮标侧壁而言，浮标底部应更易被大型附着生物

污损。

圆盘浮标呈扁圆柱形，水平方向面积大，大型藻

类只选择其侧壁而非底部附着的现象，应与藻类为需

要进行光合作用的自养型生物有关，光照状况是影响

它们生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26–27]，类似情况在以往近岸

水域挂板调查中也可观察到 [28–29]。而浮标底部只出现

无脊椎动物附着且生物量明显高于浮标侧壁，则可能

与生物负趋光性有关。研究显示，藤壶金星幼虫和贻

贝面盘幼虫会表现负趋光性 [30–31]，造礁石珊瑚的附着

则随着水深的增加从附着基下表面移至侧面甚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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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浮标大型附着生物群落相似性分析

Table 2    Similarity analysis of macro-fouling communities on
offshore buoys

因子 总差异R 组间差异R 显著水平p

侧壁, 底部 0.187 − 0.028

群组A, B, C, D 0.515 − 0.001

A, D − 0.525 0.004

A, C − 0.516 0.042

A, B − 0.453 0.033

D, C − 0.964 0.067

D, B − 0.821 0.067

C, B − −0.250 0.667

　　注：−表示无数据。

表 3      浮标侧壁和底部大型附着生物中的典型种和分歧种及

其贡献率（≥5%）

Table 3    Typical species and discriminating species of macro-
fouling organism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percentages on the side

and bottom of offshore buoys (≥5%)

种名
典型种/% 分歧种/%

侧壁 底部 侧壁—底部

茗荷Lepas anatifera 24.10 6.12 5.43

海葵Actiniaria sp. 22.46 17.56 6.37

圆鳃麦秆虫Caprella acutifrons 10.62 − −

网纹藤壶Balanus reticulatus 9.98 30.86 8.68

带偏顶蛤Modiolus barbatus 9.77 − −

刺巨藤壶Megabalanus volcano 5.07 − −

高峰星藤壶Balanus amaryllis − 8.56 5.00

企鹅珍珠贝Pteria penguin − 6.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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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 [32]。

另外，野外挂板实验表明，附着基的方向也是影

响生物附着的重要因素，如双壳类、藤壶和苔藓虫青

睐附着基下表面 [33– 34]，而水螅则为垂直面 [35]。本研究

通过相似性分析检验可以看出，浮标侧壁和底部的生

物群落存在显著差异（R=0.187，p=0.028），表明圆盘浮

标底部更适宜大型生物栖息附着，毕竟附着基的方向

不同可能会导致光照[36]、流速[37] 和沉积物对生物影响[38]

等状况发生变化，甚至影响幼虫补充[39] 和食物的摄取[37]，

进而对大型附着生物群落结构产生影响。

海流不仅影响大型生物幼虫及孢子的输送，而且

还会对生物摄食和附着产生影响 [40–43]，水体流经平面

基质时会在其表面形成一个减速的薄层（边界层），而

流过突出物体时则会出现水流加速现象 [44]，也许正是

由于圆盘浮标侧壁和底部水流状况存在上述差异，进

而导致两者大型附着生物的群落结构不同。另外，船

首的生物附着量通常比船舯和船尾要少 [45] 及航速较

低的船体生物污损更为严重 [46]，也应与此有关。再

有，海藻自身的柔韧性使之能够顺着水流摆动，减小

了水动力影响，故对其在浮标侧壁附着更为有利 [47]。

除了光照条件、水流状况和附着基方向，所处海

域的温度 [27]、pH 值 [48]、盐度 [45] 和附着基表面特性（如

粗糙度、颜色和质地） [33,49] 也应是影响大型附着生物

群落结构特点的因素；另外，生物习性、繁殖特点及

种间关系等因素在生物群落演替过程中同样起着关

键作用 [32,50–51]。基于人工设施上的大型附着生物来源

于当地底栖或漂浮性种类及邻近水域生物群落 [4]，而

且外来入侵种更易出现在人工设施上 [18,52]。因此，通

过对浮标大型附着生物群落展开研究，不仅便于了解

相关海域的生物组成及动态变化状况，而且可为污损

生物防除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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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macro-fouling communities on offshore discus buoys

Lin Mingqing 1,2,3，Yan Wenxia 1，Cao Wenhao 1,3，Yan Tao 1,2,3

(1. Key Laboratory of Tropical Marine Bio-resources and Ecology,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3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lid Lubrica-
tion, Lanzhou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o elucid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cro-fouling communities on discus buoys, an assessment was con-
ducted on 4  buoys  deployed in  offshore  waters  southeast  of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and the  northeastern  Beibu
Gulf,  respectively.  The  abundance  and  biomass  of  macro-fouling  organisms  colonizing  the  side  of  buoys  were
400.00−78  296.00  ind./m2 and  659.42−62  276.00  g/m2,  respectively,  whereas  those  on  the  bottom  were  412.00−
66 585.00 ind./m2 and 1 861.60−60 784.00 g/m2. At most stations, the abundance and biomass of macro-fouling or-
ganisms  on  the  bottom  of  buoys  were  higher  than  on  the  side.  The  diversity  index  (H′)  on  the  bottom  of  buoys
ranged from 2.39 to 3.06, the richness index (d) from 4.02 to 6.98 and the evenness index (J′) from 0.88 to 0.91; and
those on the side of buoys were from 0.64 to 2.79, 1.10 to 4.89 and 0.58 to 0.96, respectively. Both of the H′ and the
d on the bottom of buoys were higher than on the sid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and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the macro-fouling communities of buoys could be clustered into 4 groups
at 30% similarity. Of them, the communities on the bottom of the buoys could be basically clustered into a group
while those on the sides varied with locations. Moreover, one-way Analysis of Similarities and Similarity Percent-
ages-Species  Contributions  not  only  indicated  that  the  macro-fouling  community  structure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side and bottom of the offshore buoys but also highlighted that the cirripedians and cnidarians made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difference. Overall, macro-fouling organisms preferentially colonized the bottom of dis-
cus buoys rather than the side.

Key words: macro-fouling organisms；community structure；discus buoy；biofo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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